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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癌症是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疾病之一，其发病数和死亡数仍呈持续增加态势，给全球公共卫生系统带来了沉重

的负担。在与肿瘤的长期斗争过程中，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方法。100多年前，刚发现伦琴射线不久，人们就开始探索将

放射线用于肿瘤的治疗，由此开创了肿瘤放射治疗学。组织间植入放射性粒子治疗肿瘤作为最早开展的近距离放射治疗技

术之一，其益处早已得到公众认可，成为肿瘤治疗谱中重要的一员。在放射性粒子植入治疗的实践中，会出现一些粒子离

开初始种植位置而到达其他位置的粒子迁移事件。现就恶性肿瘤组织间插植
125I粒子、125I粒子迁移及其成因、产生的影响、

防护等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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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ancer is one of the diseases that seriously harm human health. The cancer-related incidence and deaths are still 
increasing worldwide, which has brought heavy burden to the global public health system. During the long anticancer history, a 
variety of methods to treat tumors have been developed. More than 100 years ago, shortly after the discovery of Roentgen rays, 
people began to treat tumors with radiation, and thus pioneered radiation oncology. As a brachytherapy method, implantation of 
radioactive seeds acts well, has received public recognition, and becomes an important member of the oncology therapeutic spect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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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是严重危害全球人类健康的主要疾病之

一，其发病数和死亡数仍呈持续增加态势，预计

到2030年，全球每年将出现2 200万新发癌症病

例和1 300万癌症相关死亡病例［1］。中国也不例

外，每年恶性肿瘤的发病数和死亡数分别占全球

的23.7%和30.0%，给中国的公共卫生系统带来

了沉重的负担［2］。从古代的原始医学到当今的

现代医学，人类一直在试图制服肿瘤。在与肿瘤

长期的相处过程中，人类不放弃每一次科技进步

带来的希望，形成了外科手术、微创、放疗、化

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等各种各样的治疗肿瘤

的方法［3］。1895年，德国的伦琴发现X射线，之

后不久，人们就开始探索将放射线用于肿瘤的治

疗。1901年，法国的皮埃尔·居里提出用装有放

射性元素镭的小管插进肿瘤内部来治疗肿瘤的设

想，从此开启了近距离放射治疗肿瘤的历史。之

后，人们将放射性元素封装成细珠状、粒子状、

片状等各种不同的形状及尺寸，并在临床应用中

逐一尝试［4］。经过100多年的发展［5］，近距离

放射治疗日臻完善，尤其是1980年代以来，得益

于影像引导技术、计算机三维治疗计划及模板定

位技术的快速发展，作为近距离放射治疗方法之

一的放射性粒子治疗焕发青春，广泛应用于全身

各部位实体肿瘤的治疗，成为肿瘤治疗谱家族中

的重要一员［6］。在放射性粒子植入治疗的临床

实践中，人们观察到了包括粒子迁移在内的各种

各样的并发症［7］。现结合国内外文献对粒子迁

移这种并发症形成的原因、产生的影响及如何预

防等进行综述。

1  125I粒子近距离放疗

Pierre Curie和Marie Curie于1902年发现了

放射性元素镭，其后，镭首先被应用于皮肤癌

的治疗［8］。这种将放射源直接放置于肿瘤表

面或肿瘤组织内并利用放射线杀伤肿瘤细胞的

方法即近距离放射治疗［9］，是最早开展的放

射治疗技术，发展至今，已形成腔内近距离放

疗、管内近距离放疗、组织间放疗、术中放射

治疗及模治疗等在内的完整体系。根据放射源

在 体 内 驻 留 时 间 的 长 短 ， 近 距 离 治 疗 又 可 分

为 暂 时 性 近 距 离 治 疗 和 永 久 性 近 距 离 治 疗 。

对 于 永 久 性 近 距 离 放 疗 ， 常 用 的 插 植 入 组 织

内的放射性核素有 125I、103Pd、 198Au，其中，
125I以其适宜的半衰期（59.7  d）、射线类型

（低能γ射线）、射线能量（27.4~31.5 keV） 
等物理学特性及临床易防护（最大辐射半径为

17 mm）等特点而成为最常用的粒子源［10］，在

头颈部、胸腹部、盆腔、皮肤等部位的恶性肿瘤

及软组织肉瘤等治疗方面得以广泛应用，并取

得了确切的效果［11］。目前常用的125I粒子大小为 
4.5 mm×0.8 mm，呈圆柱状，钛合金外壳，

粒 子 细 小 、 表 面 光 滑 ， 在 组 织 间 易 于 滑 动 
（图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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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vivo, some seeds can migrate from initial site of implantation to other locations. Permanent interstitial brachytherapy and the 
incidence, mechanism, influence and prevention of 125I seed migration were reviewed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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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25I粒子示意图（A）及实物照片（B）

Fig. 1    Shematic diagram (A) and photograph (B) of the 

encapsulated 125I seed

各医务工作者在粒子植入术后进行质量验证、

疗效评估的过程中，经常会发现这种细小的放射性

粒子在某些因素的作用下，可以离开瘤体内初始种

植的位置，移行到瘤体内或瘤体外的其他部位，形

成所谓的粒子迁移［7］。研究［13-14］显示，瘤体内的

迁移引起的影响极小，故绝大部分文献讨论的粒子

迁移是指离开瘤体到达其他部位的粒子迁移。有中

国学者［15］将这种情况归类于粒子种植的围手术期

并发症（粒子植入后1~30 d）。实际上，粒子迁移

既可以发生于粒子种植的当时，也可以发生于粒

子种植后的数年之后。粒子既可迁移至距初始种

植位置仅数毫米的邻近区域，也可迁移至距初始

种植位置很远的组织或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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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25I粒子迁移的发生

粒 子 植 入 已 被 成 功 用 于 头 颈 部 ［ 1 6 ］、 胸 
部［17-18］、腹部［7，19］、盆腔［20］等各部位实体肿

瘤的治疗。近年来，相关研究报道屡见不鲜。

但各研究者随访时间长短不一，结果也不尽相

同，最长随访时间为7年，最短随访时间为3个

月，发现粒子迁移率最高可达100%，最低为0% 

（表1）。

表 1  不同部位肿瘤植入放射性粒子后的迁移率

Tab. 1  Incidence of seed migration after implantation in different tumors 

Site of tumor Number of patients n Follow-up time t/month Cases of seed migration n Rate of seed migration/%

Brain［24］ 7 84 3 42.86

Parotid gland and periparotid region［25］ 15 71 0 0.00

Lung［22］ 63 12 23 36.51

Liver［23］ 399 3 81 20.30

Pancreas［26］ 7 12 7 100.00

Retroperitoneum［27］ 23 36 3 13.04

Cervix［28］ 33 18 2 6.06

Prostate［21］ 2 160 3 466 21.57

Pelvic bones［29］ 22 27 0 0.00

Nakano等［21］对2 160例前列腺癌患者的前

列腺原发病灶植入125I粒子，术后为期3个月的跟

踪调查显示，21.57%（466/2 160）的患者出现

粒子迁移，其中迁移粒子最主要的到达器官是

肺，占63.95%（298/466）。洪居陆等［22］对63
例肺癌患者共计植入3 179个125I粒子后的调查

显示，36.51%（23/63）的患者出现粒子迁移，

迁移粒子占总粒子数的2.74%（87/3 179），这

些迁移粒子最主要迁移至胸膜腔和异于初始种

植部位的肺其他部位，占比86.21%（75/87）。

Lin等［23］在399例肝癌患者的肝脏病灶内共计

植入了13 977个125I粒子，术后跟踪调查3个月，

结果显示，20.30%（81/399）的患者出现粒子

迁移，迁移粒子占总植入粒子数1.07%（150/ 
1 3  9 7 7 ） ， 这 些 粒 子 最 主 要 迁 移 至 肺 ， 占

74.67%（112/150）。

3  125I粒子迁移的机制

肿瘤组织内植入放射性粒子后发生粒子迁移

是常见的并发症，且随着植入粒子数、穿刺针及

靶体积的增加，此并发症有增加的趋势［30-31］。 
粒 子 外 壳 钛 合 金 具 有 优 良 的 生 物 组 织 相 容 
性［32］，且粒子本身细小，表面光滑，使其不易

被机体组织包裹局限化。另外，尚有许多学者

从解剖学等其他不同的角度对粒子迁移提出了见 

解［13，22］，主要有三个方面。

3.1  粒子种植部位周围的血管（丛）、潜在的腔隙

前列腺周围静脉丛、肝脏的门静脉及肝静

脉、肺血管等因血管丰富均易使粒子顺其迁移至

其他部位。脑室系统、支气管、胆管、胰管、输

尿管等均可成为粒子迁移的天然通道。Brahimaj
等［24］在研究颅内肿瘤粒子植入治疗时，经过

长达7年的跟踪研究发现，肿瘤坏死后形成了

潜在的腔隙，从而使部分粒子在脑白质内缓慢

地移动，平均每年移动8.9 mm，最远的移动了 
35.5 mm。

3.2  粒子种植部位的相对活动度

洪居陆等［22］分析肺部肿瘤病灶植入粒子的

迁移情况时认为，胸部持续的呼吸活动、剧烈

的咳嗽、心脏舒缩活动等均使肺部相对运动幅度

大，粒子易于迁移。而腹腔内的肝、胰等器官相

对运动幅度稍小，盆腔内的前列腺等器官运动幅

度最小。所以，相对来说，种植于肺部病灶的粒

子迁移率最高，腹部其次，盆腔最低。

3.3  术者的操作经验

在 进 行 有 创 医 学 操 作 时 ， 术 者 的 操 作 经

验对医疗质量及医疗安全起着重要的作用。加

拿大、美国等均对外科医师培训期间的手术数

量 提 出 了 具 体 要 求 ， 以 保 证 相 应 的 资 质 及 能 



260

力［33］。Taussky等［34］将495例前列腺癌患者按粒

子植入的时间顺序平均分为5组，结果显示，第

1组的100例患者发生粒子迁移的比率高达40%，

平均每个粒子发生迁移的概率为0.012 5；之后

每组的粒子迁移率及每个粒子迁移的概率均呈下

降趋势；最后一组的100例患者发生粒子迁移的

比率仅为9%，平均每个粒子发生迁移的概率为

0.002 1。该研究者分析后认为，随着粒子植入实

践的积累，操作者可显著提高临床技能，使粒子

迁移率明显下降。El-Bared等［35］在分析由2名医

师进行粒子植入治疗的1 087例患者之后也认为，

操作者经验的差别会导致粒子迁移率不同。

4  125I粒子迁移的影响

粒子迁移可能会对靶区射线剂量产生负面影

响，在体内还可引起相应的物理、化学损伤，甚

至对所在器官的功能产生影响，但绝大多数情况

下不会对机体产生明显影响。

4.1  对粒子迁出部位的影响

Beaulieu等［14］在计算机上用蒙特卡罗方法

模拟出粒子种植的11种模型，然后又根据粒子活

度、种植粒子数、迁移粒子数、粒子间距等参数

模拟出不同的具体状态，并对各具体模型下粒子

剂量分布特点、成本效益比等进行了分析比较。

结果显示，对于125I这种低活度的粒子，少量粒子

迁移（迁移率<5%）更可能影响初始种植部位靶

组织的剂量分布，而对该部位肿瘤控制及其他部

位正常组织几乎没有影响，认为这很有可能是植

入粒子总数与植入粒子间距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结

果。Maletzki等［13］回顾性研究了63例前列腺癌

植入粒子后的患者，结果显示，在术后3年及更

长的时间内，少量粒子的迁移尚不足以对初始种

植部位肿瘤的有效治疗剂量造成影响，认为这可

能与125I粒子的半衰期相对较短、放射活度相对较

低有关。Brahimaj等［24］研究颅内粒子迁移时发

现，99.999 7%的射线剂量于植入粒子后3年内释

放完毕，仅有极其微量的射线被迁移粒子带走。

4.2  对粒子迁入部位的影响

粒子迁移之后，可通过机械性梗阻、放射

性损伤等作用影响迁入部位的组织或器官。Zhu 
等［36］报道1例前列腺癌患者植入粒子后22个月，

1个粒子迁移并堵在冠状动脉右支严重狭窄处从

而诱发急性心梗。Calvert等［37］报道了1个案例，

该前列腺癌患者于前列腺内的瘤体植入粒子后6
年，粒子迁移至右肺上叶肺动脉分支从而导致呼

吸困难。Miura等［38］在给1例前列腺癌患者的前

列腺瘤体内植入粒子后的当天即发现粒子迁移至

左肺下叶，随后为期12个月的胸部X线随访清楚

地显示了粒子周围肺组织炎症从产生至消失的过

程，全程未使用抗生素等特殊治疗，考虑为放射

性肺炎。Chen等［39］报道，1例前列腺癌患者于

前列腺瘤体内植入粒子10年后，发现右肺下叶约

4 mm肿块，经病理学检查证实为小细胞肺癌，

肿瘤切开后发现1个粒子藏匿其中。 
5  125I粒子迁移的预防

粒子迁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因此，为有效

减少粒子迁移而应针对性地改进措施，比如提高

操作技能、使用粒子链条、包膜粒子等。

Merrell等［30］将1 000例前列腺癌患者分为

3组：单纯使用松散粒子组（391例）、单纯使

用粒子链条组（566例）、混合使用松散粒子及

粒子链条组（43例）。结果显示，第1组粒子迁

移率为45.52%（178/391），第2组粒子迁移率

为0.88%（5/566），第3组粒子迁移率为11.63%

（5/43），粒子链条技术显著降低了粒子迁移

率。但在实际使用中，粒子链条存在操作耗时、

柔性不足、剂量调整难等缺点，甚至不同的链接

材料、链条长度也会对粒子的迁移产生负面的

影响［40］。为此，Warrell等［41］在粒子表面包被

0.082 5 mm厚的可吸收聚合物膜，并进行了一项

试验，将47例前列腺癌患者分为植入包膜粒子组

（26例，共计植入2 227个粒子）和非包膜粒子组

（21例，共计植入1 858个粒子）。结果显示，包

膜粒子组粒子迁移率为3.14%（70/2 227），非包

膜粒子组粒子迁移率为6.89%（128/1 858），使

用包膜技术后即可达到降低粒子迁移率的目的，

又可有效规避粒子链条的不足之处。

综上所述，作为一项成熟的技术，125I粒子

植入肿瘤组织间近距离放射治疗已成为宫颈癌、

子宫内膜癌、前列腺癌治疗方法中不可或缺的一

员，在其他恶性实体肿瘤的治疗中也扮演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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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色。粒子迁移是该治疗方法常见的并发症，

虽然大部分情况下并不会产生明显的影响，但仍

需通过提高临床技能、改进粒子工艺等途径减少

此并发症，并做好长期随访工作，加强临床监

控，避免潜在的医疗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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